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虽然它们是属于上海管辖的地域， 却距离上海数百公里。 为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上海监狱民
警几十年在这里薪火相传， 也让红烛精神在这里发扬光大。

上海南汇监狱组建之初， 有上百名民警都曾工作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 那么域外工作的那些年
带给他们的是哪些酸甜苦辣？ 日前， 记者走进南汇监狱采访了曾经工作于域外监狱的老中青三代监

狱民警， 了解他们眼中的 “飞地生活”。

据悉， 上海每年都会派遣干部民警前往农场等艰苦地区实践锻炼。 这里也成为了青年监狱民警
成长的摇篮， 在这里学习红烛精神成为了一堂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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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飞地”一线 诠释最美高墙“守夜人”

“红烛精神”在这里源远流长

犯人老李对于黄建波来说是个 “熟人”，

老李盗窃成瘾， 第一次因盗窃判了 3 年半，

出狱不久又再次因为盗窃入狱 7 年， 第二次

出狱后， 在回家途中， 老李又手痒了， 这次

他因为盗窃被判了 14 年。 “可以说他的半

生都是在盗窃入狱的循环中。” 黄建波一直

在思考对于这些 “老官司”， 如何从心理上

进行矫治。 “在新时代， 我们教育改造人，

不能光靠一腔热血的敬业精神， 还需要各种

理论知识和技术革新的支撑。” 还有一年，

黄建波就要退休了， 他把对于监狱事业发展

的希望寄托在了徒弟顾春的身上。

作为 80 后的监狱民警， 顾春同样经过

了域外监狱的历练。 他还记得在白茅岭监

狱工作的那几年， 他曾经很惊讶老民警的

“看人准”， 从犯人的走路姿势、 一个眼神

就能把犯人的过往和脾性摸得八九不离十。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识人准确是因为经过了

几十年的工作后， 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

数据库 ， 将犯人们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分

类 。” 顾春告诉记者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 监狱的教育改造也不仅仅依赖于老民

警的经验之谈， 而是将这些经验与技术相

结合， 形成了一套更科学的狱内风险评估

系统， 这也让年轻的监狱民警的工作效率

事半功倍。

顾春在白茅岭监狱的严管监区工作， 接触

的都是难管理的罪犯， 张某就是其中之一。 当

他因为在监区寻衅滋事被送到严管监区时， 顾

春首先通过风险评估系统， 对张某进行性格描

画。 作为本地人 ， 40 多岁的张某一直未婚 ，

与父母关系疏远， 平时游手好闲， 劣迹斑斑。

“缺乏亲情支撑， 加之性格暴躁， 这些因素都

显示了张某的暴力因子很高。” 顾春说， 对于

这类犯人不能简单地进行说教， 而要用针对性

的管教方式。

因此， 在张某进入严管监区的第一周， 顾

春故意通过言语拔高的方式进行告知警戒， 以

彰显司法震慑力。 给了 “下马威” 后， 张某曾

经嚣张的态度才收敛。 之后的两三周， 在张某

行为规范之后， 顾春才开始与之谈心， 教育模

式也从 “听我讲” 转为了 “听他讲”。 经过了

这段富有技巧的教育之后， 张某的行为开始发

生转变， 改造态度也有了好转， 直到顾春离开

白茅岭监狱， 张某再也没有因为行为失范而受

到处罚。

到了新时代， 红烛精神也有了传承与创

新。 监狱工作转向了更加精细化、 科学化、 精

准化。 “对于犯人的所有行为， 我们都会有不

同的矫治方案。” 周广洪告诉记者， 同时监狱

还注重犯人与社会衔接， 为他们之后更好地融

入社会打下基础。

1971 年出生的丁振华退伍之后成为了

监狱人民警察。 2001 年到 2004 年他来到白

茅岭监狱工作。 他还记得当时 30 多名民警

来到农场， 女民警被安置在了农场招待所，

男民警就住在机关大院里的老干部活动中

心， 一个小小的房间塞下了三张单人床， 洗

漱和如厕都需要到公共浴室和厕所。

尽管硬件条件不好， 但丁振华还是对那

段时间的农场同事感情很深。 “工作中大家

各抒己见， 即使有不同意见， 也能就事论

事。 老同志对新同志很关心， 在大家庭中民

警能够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在一起工作相处

非常融洽。” 丁振华说。

而在农场工作期间， 感受最深的就是值

班多， 有时一个月要值 10 多个班。 在农场

工作期间， 丁振华实在照顾不了家庭。 “当

时孩子才 1 岁多， 等我回沪之后， 孩子都上

幼儿园了， 在农场三年期间， 只能靠妻子照

顾女儿， 感觉对家人亏欠很多。” 丁振华愧

疚地说。

因为白茅岭农场地处大山深处， 总场和

分场的距离也较远， 坐大巴车也要赶半个小

时， 考虑到服刑人员家属来接见一次相当不

容易， 服刑人员发出的接见单有效期是两个

月。

一次， 在会见日前一天， 有一名服刑人

员因为琐事与同监房的服刑人员发生了争

吵， 违纪写了检查。 不料， 第二天接见日，

他的家人千里迢迢从福建赶过来接见。 对于这

名服刑人员的接见， 大队召开了一个分析会。

在服刑人员李某会见期间， 为了安慰他白

发苍苍的老母亲 ， 一旁民警不时对老人说 ：

“你儿子在这里表现很好， 放心吧！”

会见结束之后， 他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

蹲在地上痛哭十多分钟。 民警通过以心换心的

方式， 让这个生性冲动鲁莽的服刑人员认识到

了自身行为错误。

“飞地” 监狱的工作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时

候， 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兢兢业业。 “我们需

要从犯人每一天的细小变化中， 找寻改造的契

机。” 70 后民警何耀明还记得一名犯人入狱后

表现一直正常， 但在他刑期过半时， 妻子提出

了离婚， 加之身负余罪， 原本性格孤僻的他变

得更加沉默了， 常常在监室枯坐到半夜。 何耀

明分析， 该犯人情绪不稳， 需要重点关注。 果

然， 在之后的一天， 该犯半夜报病， 何耀明带

他到卫生所， 医生发现没有病。 但何耀明明

白， 犯人是 “心里不舒服”。 于是， 他在寒冷

的冬夜， 陪着犯人聊了几个小时， 最终打消了

他的顾虑和担忧， 犯人的心结也就此化解。

而到了近几年， 红烛精神在新时代中变得

更为具象。 “红烛精神要我们做监狱事业主人

翁、 改革前行燃灯者、 平安建设守夜人、 人格

矫治领航员。” 周广洪介绍， 目前监狱工作就

是要让大墙内的人改造好， 大墙外的人生活

好。

“在军天湖的 10 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

10 年。” 作为 60 后监狱民警的代表， 黄建

波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远离上海

的这片土地。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于 1958 年初建于福

建闽北一带， 作为域外农场型监狱， 军天湖

监狱的创始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

黄建波是最早一批监狱民警之一。 当时

23 岁的他从上海武警总队退伍后，来到军天

湖监狱。尽管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黄建

波站在军天湖监狱的土地上， 还是被眼前的

荒凉深深震撼了。“农场全是没有开挖好的石

子路，自行车是当时最高档的交通工具。 ”黄

建波回忆道，“整个农场只有总场有一个小卖

部，而从总场到分场至少要步行 45 分钟。 ”

黄建波告诉记者， 由于地处偏僻的山

区， 农场还不时有野狼出没。 他就曾在冬夜

去总场取信件时 ， 与野狼 “狭路相逢 ” 。

“当时我看到野狼绿幽幽的眼睛， 整个人就

吓懵了。 后来想起老人们说过见到狼， 不能

跑。 于是我就慢慢蹲下去， 捡了块石头， 然

后慢慢挪步。” 直到逃离了野狼的视野范围，

黄建波才发现自己衣服全被汗浸湿了。

与上海相比， 皖南的天气非常恶劣。 冬

天， 带领犯人到田埂出工劳动， 由于看守犯

人需要长时间站立不动， 每次收工， 黄建波

的脚就冻僵了。 黄梅天更加难熬， “所有的

被子都是湿哒哒的。” 于是， 黄建波和同事

在黄梅季节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在有太阳

的日子帮助所有的犯人晒被子。

最让黄建波头疼的还是犯人的难管。 原

来， 黄建波来到军天湖的那年是 1983 年。 当

时社会上有一大批打砸抢分子、 抢劫犯、 杀人

犯、 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而这些人进

入监狱后， 也不消停， 打架斗殴成为了常事。

因此， 监狱纪律的强调就成为了每天收工后的

主要教育内容。 面对犯人经常抱团打架， 军人

出身的黄建波也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我对

他们说， 要打架可以， 但不能打群架， 我们搞

个比武大会， 一对一打， 最终打赢的人， 再和

我打。” 黄建波的气势让喜欢打架起哄的犯人

们偃旗息鼓。 而他的 “威名” 也令监狱的乱象

有所收敛。

在震慑了犯人的同时， 黄建波也一直在思

考如何更好地改造犯人。 “光靠高压震慑可不

行， 我们还需要更多专业知识。” 黄建波说，

那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找犯人谈心， 摸清每个犯

人的犯罪心路历程， 为后期改造制定方案。 在

这个过程中， 黄建波学会了各种预审技巧、 狱

侦方法。 “我们那时各种监狱改造的理论知识

还是很匮乏， 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黄建波说道。

“纵观近几十年的监狱发展， 红烛精神作

为一种精神特质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南

汇监狱党委书记周广洪认为， 红烛精神有着时

代特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红烛精神是甘

于奉献、 艰苦奋斗的代名词。 “当时上海百废

待兴， 需要创基立业， 因此红烛精神的发扬对

于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磨灭

的作用。” 周广洪说。

初创 60后 主要的工作就是找犯人谈心

传承 70后 在平凡中奉献不凡

创新 80后 用科学技术为犯人“画像”

军天湖监狱旧貌


